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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试点对吸引 FDI 的影响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何凌云1，马青山2，张元梦1

(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基于 2005—2019 年中国 227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

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对引进 FDI 的影响。结果表明: 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 FDI 的引

进，且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智慧城市对吸引 FDI 的促进

作用在试点设立 1 年后开始显现，并呈逐年提升的趋势; 在大中城市和东中部地区

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对 FDI 的引进具有促进效应，而在小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该效

应却不显著; 智慧城市对 FDI 的影响不因城市等级而存在异质性; 智慧城市试点主

要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机制和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促进城市 FDI 的引进。本研究从城市

发展模式革新视角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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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在经济取得

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附加值较低的问题。外商

直接投资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能够有效地组合全球生产、服务和创新

要素，是改善国内资本状况的主要资金来源 ( Tabassum 和 Ahmed，2014; 刘军和

王长春，2020) ，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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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受国际引资竞争加剧、国内成本上升以及招商引资体制机制

和营商环境不完善的影响，中国引进外资的综合优势有所削弱。2020 年新型冠状

肺炎病毒疫情暴发后，FDI 更是遭受了显著的负向冲击。中国疫情率先得到控制，

如何在这一机遇期，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 “稳存量、促增量”成为我

国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其中，革新城市发展模式可能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增

强对外资吸引力的突破口。
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正成为我国外资竞争的新优势。中国于

2012 年正式批复 90 个地、县级城市为首批智慧城市试点，随后 2013 年和 2014 年

又分别批复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城

市运行、发展的产物，通过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数据共享，改善了政府服务效率

和城市营商环境。比如，截至 2016 年年底，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累计开放数据

集近 1 000 项、数据资源目录数 1. 5 万条、数据项 21 万个，促进了公共资源的供

给，同时，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那么，数字化赋能城市是否有效提升了对外开放

水平，智慧城市试点所带来的革新是否促进了 FDI 的引进? 其内在的传导机制是什

么? 智慧城市创建对 FDI 引进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因此，本文利用渐进 DID
( 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 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创建的引资效应，并深入考察

其异质性，在此基础上对其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进行识别。这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

智慧城市创建的政策效应，而且在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下，从城市发展模式创新的角

度入手，为稳定外资外贸基本盘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政策背景和相关研究述评

( 一) 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背景

智慧城市的概念源于 IBM 公司 2008 年提出的 “智慧地球”。2012 年，中国正

式启动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目前已形成 “顶层设计→地方申报→上层批复→地方

实施→绩效评估→经验总结”完整的制度框架。
智慧城市的本质是用技术手段赋能城市，其核心特征之一是开放。智慧城市的

发展不仅能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入驻，而且能够提供良好的引资环境。从试点指标

体系来看，智慧城市的内涵包括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保障体系与基

础设施等多方面，为引进 FDI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智慧管理与服务”要求政府实

现政务服务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及建立上下联动的决策体系，简化了外资企业入驻

流程，提高了入驻效率。“智慧产业与经济”在产业规划、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

展方面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倒逼作为有效组合全球生产、服务和创新要素重要

方式的 FDI 引进。“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强调网络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与数据

库，为外资企业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综合环境。智慧城市还采用数据仓库、数

据挖掘、知识库系统等对市场主体的深层需求做出响应，解决了外资企业和中国政

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智慧城市试点的引领下，2019 年试点城市引进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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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为 80 638 万美元，非试点城市引进 FDI 的平均值仅为 40 772 万美元。这

初步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城市 FDI 的引进。

( 二) 相关研究述评

本文研究智慧城市试点对 FDI 引进的影响，与此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对 FDI 影响因素的探讨。早期经济学理论认为各国利率差异导致资本由

充裕的国家流向稀缺的国家 ( Tiebout，1956) 。此后 Dunning ( 1977) 将投资理论

和贸易理论相结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引发学界对跨国投资决策的广泛关

注。国内学者认为引资政策、要素禀赋、市场规模等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 ( 王

向楠等，2012; 余珮和陈继勇，2012) 。近年来，由于政策红利减少、要素成本优

势缩小和市场规模趋于饱和，基础设施水平、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等被认为是引进

FDI 更为重要的因素 ( 熊广勤和殷宇飞，2014; 刘军和王长春，2020 ) 。Du 等

( 2008) 发现制度的优化有利于 FDI 的引进。聂爱云和陆长平 ( 2014 ) 、马汴京

( 2015) 等认为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等制度约束抑制了 FDI 的引入。但近年来我

国积极探索完善制度环境的新举措，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对引进 FDI 具有积极作用

( Kobrak 等，2018; 聂飞，2019; 袁晓玲和吕文凯，2019) 。
其二是对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评估。相关实证研究关注到了智慧城市创建

对经济增长 ( Vanolo，2014; 杨振华，2018) 、创新 ( 何凌云和马青山，2021; 袁

航和朱承亮，2020 ) 、产业结构升级 ( 赵建军和贾鑫晶，2019; 张营营和高煜，

2019) 、污染减排 ( 石大千等，2018) 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几乎没有实证研究关

注智慧城市试点对 FDI 的影响。但一些文献认为智慧城市在创新城市管理和机制方

面具有独特作用，如万碧玉等 ( 2015) 指出智慧城市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
基于上述讨论，智慧城市是对城市发展模式、资源配置模式和公共服务方式进

行的重大革新。本文借助智慧城市创建的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 DID 模型评估其对

FDI 引进的影响及传导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着

眼于智慧城市试点这一政策视角，研究其与 FDI 引进的关系，为新发展格局下从城市

发展模式和制度质量上培育利用外资新优势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和借鉴; 第二，在

研究方法上，传统对制度环境和 FDI 的研究难以处理其中存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

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智慧城市带来的外生性冲击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相关文

献，还使得研究结论更为可信。同时，本文进一步运用 PSM－DID、安慰剂检验等

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第三，在研究意义上，本文在肯定智慧城市政策有效性的同

时，对试点政策影响 FDI 引进的区域异质性进行检验，并探究了其内在的作用机

制，为因地制宜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及智慧城市的扩容工作提供了现实的证据。

二、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吸引 FDI 的积极影响首先可从试点的启动机制进行阐述。
试点的设立呈现出 “强推动+强竞争+强压力”的特征，“强推动”表现为智慧城

市试点是由中央政府主导推动的城市运行和管理模式创新，试点城市将现代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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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引入城市管理服务，创造了良好的引资条件。“强竞争”表现为智慧城市逐渐成

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引擎，各城市为了成为试点城市竞相完善营商环境、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强压力”表现为国家对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做出具体明确的规

定。试点城市必须大力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开展智慧政务、智慧城市管理以及智慧

公共服务建设，才能达到考核要求。“强推动+强竞争+强压力”的启动机制使得智

慧城市成为中央和地方协同推进、汇聚中央和地方战略合力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

对引进 FDI 产生了积极影响。
智慧城市对 FDI 引进的影响是通过哪些传导机制实现的? 通过对智慧城市专项

应用①进行分析，发现智慧城市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效应和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影响

FDI 的引进。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促进了 FDI 的引进。一方面，城市

日趋“智慧”对营商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网络和交通等逐步完善所带来的城市

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生产要素流通的便捷化。首先，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以宽带

网络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大力推进，为公共信息资源和数据平台的建立和开放提供

条件。政府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大力践行“智慧政务”，实现政府办公、监管、服

务、决策等过程的智慧化 ( 石大千等，2020) ; 其次，智慧城市试点还为传统基础设

施的完善提供契机，伴随着智慧城市试点的逐步推进，智慧交通等专项应用应运而

生，带动了以道路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另一方面，营商环境的改善有

利于 FDI 的引进。信息和数据的开放共享实际上扩大了对外开放程度和提高了对外开

放质量，增进了外资企业的投资意愿。而且，交通的便捷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对

FDI 有重要作用 ( 张祥建等，2019) ; 智慧交通模式的运营对于降低外资企业的

“冰山成本”，提升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 智慧城市试点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效应促进 FDI 的引进。
第二，智慧城市创建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对 FDI 的引进产生影响。一方面，

智慧城市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首先，智慧城市建设使得互联网、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其次，

智慧金融等专项应用缓解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他各类

智慧应用提升了高科技园区的运行效率，促进了创新资源的共享共用。最后，智慧

城市建设以智能手段优化资源配置，缩小供需双方的 “信息鸿沟”，促进企业开展

“客户拉动型”创新研发活动，打通“专利—产品”的 “最后一公里” ( 袁航和朱

承亮，2020) ，推动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对 FDI
的引进具有重要影响。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能会产生 “回路效应”，即本土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得我国本土企业研发与新技术运用能够为外资企业所效

仿，对引进 FDI 具有积极作用 ( 聂飞和刘海云，2019) 。此外，技术创新所带来的

新市场需求，对引进 FDI 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本土企业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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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升还可能会通过加剧市场竞争，提高外资企业进入的门槛，对外资企业的部

分市场份额产生“挤出效应” ( 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智慧城市试点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影响 FDI 的引进，但该影响取决于

“回路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大小。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试点对 FDI 引进的影响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机制结构图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渐进 DID 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创建的引资效应。住建部和科技部于 2012
年起分批次批复的智慧城市试点为本文构造准自然实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试点批

复时，某些地级市只将其辖区内的区、县作为试点。为了评估的准确性，本文对该类

城市予以剔除。最终实验组包含 94 个城市，其他 133 个城市则作为对照组①。借鉴李

政和杨思莹 ( 2019) 等学者的做法，构建如下的渐进 DID 模型:

FDIit = α0 + α1dtit +∑kyeark +∑γ jXit + μcity + λ it ( 1)

式 ( 1) ，FDI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 i 个城市 t 年的 FDI 水平，dt 代表智慧城

市试点变量，其系数 α1 表示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Xit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

yeark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μcit y表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λ it表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

( 1) 使得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间的特征差异、时间变化趋势等均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

( 二) 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为了控制地区人口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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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城市的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且，采用人民币汇

率年均价将原始的美元数据转化为人民币数据，以此作为最终衡量指标。数据来源

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核心解释变量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 dt) ，设定为虚拟变量形式，即对于试点城市，试点当年

及其以后年份设定为“1”，其余设定为“0”。
3. 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一些其他影响城市 FDI 的因素，具体如: 经济发展水平 ( econ) ，

用各城市经济增长率来衡量; 产业结构水平 ( inst)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来衡量; 文化水平 ( lncult) ，用各城市人均藏书量来衡量，取对数处理; 财政

科技支出 ( lntech) ，用各城市政府人均财政科技支出额来衡量，取对数处理; 财政

分权水平 ( fisc) ，采用城市人均财政收入 /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来衡量; 网络

水平 ( int) ，用各城市人均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 道路面积 ( lnroad) ，用各城市人

均道路面积来衡量，取对数处理。

( 三)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最终包含了我国 227 个地级市 2005—2019 年的面板数据，其中试点城市

94 个，非试点城市 133 个，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组别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FDI
treated
dt

lnbuse

lninno

econ
inst
lncult
lntech
fisc
int

lnroad

外商直接投资 10. 160 1. 672 2. 923 14. 14
组别虚拟变量 0. 423 0. 494 0. 000 1. 000
智慧城市试点 0. 199 0. 400 0. 000 1. 000

网络水平 0. 974 1. 104 0. 001 19. 870
道路面积 ( 对数) 2. 628 0. 466 －0. 942 4. 096
技术创新 ( 对数) －0. 367 1. 614 －5. 272 4. 974

经济发展水平 0. 107 0. 0515 －0. 194 1. 090
产业结构水平 ( %) 8. 654 17. 26 0. 149 72. 900
文化水平 ( 对数) 3. 438 0. 922 0. 378 8. 372
科技支出 ( 对数) 3. 588 1. 500 －2. 076 8. 245

财政分权水平 0. 353 0. 105 0. 136 0. 784
网络水平 0. 974 1. 104 0. 001 19. 870

道路面积 ( 对数) 2. 628 0. 466 －0. 942 4. 096

四、实证结果

( 一) 基准回归

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对引进 FDI 的影响，首先进行基准回归。表 2 报告了回归结

果。在表 2 中模型 1 仅将智慧城市试点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

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智慧城市促进了 FDI 的引进。其原因可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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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个方面: 第一，时间趋势效应，即 FDI 具有逐年提升的趋势; 第二，选择性偏

差，即智慧城市本身就具有较高的 FDI 水平; 第三，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 FDI 引

进。因此，本文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 ( 见表 2 中模型 2) ，智慧

城市试点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并且从时间虚拟变量的结果来看，FDI 存在着

逐年提升的变化趋势 ( 限于篇幅，本文未在表 2 中给出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

果) ，排除了上述第一个原因。表 2 模型 3 进一步控制了组别虚拟变量，组别虚拟

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选择性偏差问题。而在控制

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后，智慧城市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在 1%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为正，进一步排除了第二个原因。模型 4 则控制了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依然显著。模型 5 和模型 6 相对于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加入了控制变量，结果

均证实智慧城市试点有利于促进 FDI 的引进。

表 2 智慧城市对 FDI 影响的基准回归

项目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FDI FDI FDI FDI FDI FDI

dt

treated

econ

inst

lncult

lnroad

lntech

lnbuste

fisc

常数项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观测值

Ｒ2

0. 883＊＊＊ 0. 371＊＊＊ 0. 345＊＊＊ 0. 339＊＊＊ 0. 154＊＊ 0. 170＊＊

( 0. 073) ( 0. 065) ( 0. 066) ( 0. 066) ( 0. 075) ( 0. 072)

0. 435＊＊ 0. 246*
— —

( 0. 178)
—

( 0. 133)
—

0. 007 0. 064
— — — —

( 0. 061) ( 0. 060)

0. 436＊＊ 0. 340
— — — —

( 0. 183) ( 0. 225)

0. 155＊＊＊ 0. 066
— — — —

( 0. 056) ( 0. 061)

0. 246＊＊＊ 0. 050
— — — —

( 0. 078) ( 0. 084)

0. 077* －0. 084*
— — — —

( 0. 045) ( 0. 046)

0. 181＊＊＊ －0. 009
— — — —

( 0. 052) ( 0. 053)

0. 724＊＊＊ 0. 310
— — — —

( 0. 198) ( 0. 243)

9. 990＊＊＊ 9. 346＊＊＊ 9. 162＊＊＊ 9. 428＊＊＊ 9. 590＊＊＊ 9. 956＊＊＊

( 0. 032) ( 0. 108) ( 0. 131) ( 0. 064) ( 0. 390) ( 0. 398)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3 195 3 195 3 195 3 195 3 195 3 195

0. 044 0. 113 0. 114 0. 114 0. 1723 0. 189

注: ＊＊＊、＊＊和*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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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检验

采用 DID 模型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试点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

城市 FDI 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考虑到智慧城市建设受到政策实施强度、实

施基础、生产要素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具有缓冲期和消化期，导致对 FDI 引进

的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参照 Beck 等 ( 2010) 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

法，构建如下动态模型进行检验:

FDIit = α0 + ∑
7

k≥－5，k≠－1
βkD

k
it +∑kyeark +∑γ jXit + μcity + λ it ( 2)

式 ( 2) 中，FDIit表示城市 i 在时间 t 的 FDI 水平。Dit
k表示智慧城市设立这一

事件，其赋值规则如下: 用 si表示智慧城市试点设立的具体年份，如果 t－si≤－5，

则定义为 Dit
－5 = 1，否则 Dit

－5 = 0; 如果 t－si =k，则定义 Dit
k =1，否则 Dit

k =0。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智慧城市试点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

著的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此外，通过图 2 还可以观察到智慧城市实施当年对

FDI 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试点实施 1 年后政策效应初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

加强，证明试点的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性。

o———o 为估计系数 －－－－－ 为 95%的置信区间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 三) 基于 PSM－DID 的回归分析

考虑到产业基础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交通通达程度较高以及信息化水平较

高的城市更有可能被设立为智慧城市，可能导致前述结论存在偏误。因此，借鉴

Heckman 等 ( 1998) 的方法，引入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 ( PSM－DID) 进行

研究，选择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文化水平、科技支出、财政分权、道路面积及网

络发展水平等特征条件作为匹配变量，通过 logit 模型计算一个城市被设立为智慧

城市的概率，具体模型如式 (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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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reated = 1) = f( econ，inst，lncult，lntech，fisc，inte，lnroad) ( 3)

本文采用一对一近邻匹配法进行匹配。鉴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发生在 2012—
2014 年，借鉴 Heyman 等 ( 2007) 及刘晔等 ( 2016) 的研究，采用逐年匹配的方

法为各年的处理组找到对照组。以 2012 年为例，结合可观测的匹配变量先计算出

每个城市被设立为试点的概率值，然后为每个试点城市找到惟一一个未被设立为试

点的城市进行匹配。同理，2013 年和 2014 年被设立为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采用

同样的方法进行匹配。在得到各年份配对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后，需检验是否满足共

同支撑假设①，从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明显缩小，T 检验

不拒绝处理组和控制组无显著差异的假设，并且大多数观测值均落在了共同取值范

围内，表明 PSM－DID 方法具有合理性。
在倾向得分匹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 DID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②，

智慧城市试点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智慧城市试点对 FDI 的引进具

有积极影响，前述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有效性。

五、进一步分析

( 一) 稳健性检验

1. 基于单一时点的双重差分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 2012 年作为试点设立的唯一

时间节点，对 2012 年后被设立为试点的城市予以删除，并基于此样本采用单一时

点的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分析。其中，did 表示智慧城市试点设立时间虚拟变量和

组别虚拟变量 ( treated) 的交乘项，其回归系数表示试点政策对 FDI 的影响。回归

结果表明③，智慧城市试点显著地促进了 FDI 的引进。
2. 排除预期效应的干扰

考虑到各个城市可能会为了成为智慧城市试点而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本文借

鉴宋弘等 ( 2019) 的研究，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智慧城市试点前 1 年的虚拟项④，

从中可以看 出 试 点 政 策 ( dt ) 的 估 计 系 数 仍 然 显 著 为 正，而 预 期 的 估 计 系 数

( D_1) 不显著，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准确评估智慧城市试点对 FDI 影响的净效应，要求试点实施后城市 FDI 水平的

提升只能是智慧城市 “冲击”的结果。而中国经济改革较为复杂，该假设可能过

于理想化。比如，在样本期内，除了智慧城市试点外，创新型城市试点、文明城市

试点、低碳城市试点等政策都有可能对 FDI 水平产生影响。本文借鉴 Abadie 等

( 2010) 和聂飞 ( 2019) 等的做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处理。首先，保持实验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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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智慧城市试点实施后的 3 年内 ( 2013—2015) 处理组面临与智慧城市试点政

策相类似的“冲击”，分别定义变量 Ye13 = period13×treated、Ye14 = period14×treated
和 Ye15= period15× treated ( 其中 period13、period14 和 period15 为二元时间虚拟变

量) 。并且，将 Ye13、Ye14 和 Ye15 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实证分析①，从中可以看出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促进了 FDI 的引入，但变量 Ye13、Ye14 和 Ye15 的回归系数不显

著，说明不存在类似政策冲击造成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了前述结论的稳健性。
4. 安慰剂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智慧城市创建对 FDI 引进影响的另一个担忧是，所得到的

结论可能是一种随机现象。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放程度逐步加深，使得城市

FDI 引进水平提升，此时的结果与智慧城市创建并没有太多关联。为了排除这种影

响，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方法是随机化实验组，本文参考马青山等

( 2021) 的研究，随机生成一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人为”虚构试点政策变量 dt，
基于此样本进行回归，并将该过程重复 1 000 次。图 3 绘制了上述 1 000 次随机化

实验组和对照组模拟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可以发现，随机分配的估计值在 0 附

近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具体来看，通过 1 000 次模拟，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均

值是－0. 003，非常接近于 0，且绝对值远小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这意味着随机

产生的智慧城市试点并未对 FDI 的引进产生影响，从反事实的角度证明了正是由于

智慧城市试点的创建，才使得 FDI 引进水平提升。

图 3 安慰剂检验 ( 虚拟处理组) 图 4 安慰剂检验 ( 虚拟政策实行时间)

另一种安慰剂检验的方法是随机化政策时间，本文借鉴曹清峰 ( 2020) 的做

法，假定实验组不变，即现有的智慧城市试点不变，从样本期 ( 2005—2019) 内

随机抽取一年作为城市 i 被设立为试点的时间，基于此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并同样

将该过程重复 1 000 次。图 4 绘制了上述 1 000 次随机化政策时间模拟回归系数的

核密度分布，随机分配的估计值在 0 附近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具体来看，通过

1 000次模拟，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均值是 0. 006，接近于 0，进一步从反事实

的角度证明了前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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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异质性检验

1. 城市规模的异质性

一般而言，不同规模的城市往往在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及市场效率等方面具有

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智慧城市试点的引资效应存在异质性。为

此，本文依据城市人口规模①，将样本划分为大中城市和小城市，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3 的模型 1 和模型 2 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在大中城市实施试点对 FDI 具

有促进作用，而在小城市该作用并不显著。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在小城市，智

慧城市的建设基础较为薄弱，如小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及其他配套设施水平较低，

进而导致小城市的智慧应用发展乏力，对 FDI 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而大中城市具

备完善的智慧城市发展基础，智慧政务、智慧城市管理等模式发展较快，先进技术

应用到城市管理和服务对 FDI 的引进产生了积极作用。
2. 城市区位的异质性

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多元特征，尤其是东、中、西部地区存

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为了检验这一异质性，本文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3 模型 3
和模型 4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东中部地区城市，试点明显促进了 FDI 的引进，而

在西部地区城市该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东中部地区是诸多试点政策的 “先行

区”，智慧城市试点也不例外，再加之东中部地区本身试点基础较好，智慧城市与当

地较高的信息化水平无缝对接，推动了政府管理与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及精细化，

对 FDI 的引进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西部地区，虽然近年来有西部大开发、“一带一

路”倡议的引领，但是该地区受制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均较低，

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本身较为薄弱，造成试点政策对 FDI 的引进作用不明显。

表 3 异质性检验

项目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大中城市 小城市 东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重点城市 一般城市

FDI FDI FDI FDI FDI FDI

dt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常数项

Ｒ2

0. 507＊＊ 0. 090 0. 217* 0. 091 0. 721＊＊＊ 0. 160＊＊

( 0. 209) ( 0. 075) ( 0. 114) ( 0. 084) ( 0. 186) ( 0. 077)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0. 358＊＊＊ 9. 694＊＊＊ 12. 449＊＊＊ 7. 270＊＊＊ 7. 821＊＊＊ 9. 629＊＊＊

( 1. 344) ( 0. 438) ( 0. 653) ( 0. 447) ( 1. 234) ( 0. 439)

0. 152 0. 215 0. 100 0. 307 0. 356 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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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等级的异质性

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不同等级的城市往往拥有不同的资源配置能力。一

般而言，当城市行政等级比较高时，地方对外开放水平和行政效率较高。本文将样

本划分为重点城市和一般城市①，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3 的模型 5 和模型 6 所

示。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对重点城市和一般城市的 FDI 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与

重点城市相比，一般城市试点实施的边际效应较低。原因在于，智慧城市建设是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城市发展，尽管一般城市与重点城市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资源配

置能力不同，但随着智慧城市诸多专项应用的推行，使得政府管理和服务效率增

强，因而对 FDI 的引进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便如此，一般城市与重点城市仍存在诸

多差距，因而试点的政策效果弱于重点城市。

( 三) 机制分析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部分的分析，智慧城市试点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效应和技术创新驱

动效应影响城市 FDI 的引进，本文采用中介模型对此进行检验。
1. 中介模型的构建

根据 Baron 和 Kenny ( 1986) 、温忠麟等 ( 2004) 对中介效应的介绍，构建中

介效应模型如下:

FDIit = β0 + β1dtit +∑kyeark + φ∑Xit + μcity + νit ( 4)

Mit = λ0 + λ1dtit +∑δkyeark + θ∑Xit + μcity + ξit ( 5)

FDIit = γ0 + γ1dtit + γ2Mit +∑δkyeark + ψ∑Xit + μcity + τit ( 6)

在式 ( 4) 至式 ( 6) 中，M 代表中介变量，本文从营商环境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

加以衡量。首先，考虑到信息共享的开放性和生产要素流动的便捷性都是营商环境的重

要内容，因此将网络发展水平和交通设施水平同时纳入营商环境的分析框架，采用城市

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互联网用户数对城市营商环境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其次，选择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指数作

为城市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报告 2017》②。
2. 机制检验

中介模型检验的第一步为检验试点政策对 FDI 的影响，表 4 的模型 1 展示了回

归结果，试点政策对 FDI 的总效应为 0. 176，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可

能的影响机制在于，智慧城市试点通过营商环境改善和技术创新驱动对城市 FDI 的

引进产生影响。
表 4 模型 2 的回归结果表明，试点政策显著地促进了网络这一营商环境的改善，

而模型 3 的结果则表明网络和试点政策对城市 FDI 的影响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为正，但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相比于模型 1 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小，表明智慧城市试

点通过促进网络发展进而对城市 FDI 的引进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检验该中介效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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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划分依据为: 重点城市包括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一般城市包括普通地级市。
该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01—2016 年，本文借鉴刘传明和马青山 ( 2020) 的做法将数据拓展至 2019 年，

并将 2005—2016 年的实证结果与 2005—2019 年的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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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正存在，本文进行了 Sobel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Z 值为 2. 854，P 值为 0. 004，证

实了该中介因素的存在。本文还进一步计算出该中介效应占比为 35%。模型 4 的回归

结果显示，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为 0. 039，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道路等交通基础

设施的发展。模型 5 的回归结果表明，道路和试点政策对 FDI 的引进均产生了积极影

响，但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与模型 1 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小，表明智慧城市试点通

过促进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对 FDI 的引进产生积极影响。同样进行 Sobel 检验，结果表明

Z 值为 6. 754，P 值为 0. 000，证实了该中介因素的存在，且中介效应占比为 20%。
模型 6 的回归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这与何凌

云和马青山 ( 2021) 、袁航和朱承亮 ( 2020) 的研究结论一致。模型 7 的回归结果

表明，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促进了 FDI 的引进，而智慧城市试点对 FDI 的影响不显

著，表明存在城市创新这一中介效应，即智慧城市试点通过促进城市创新从而对

FDI 的引进产生积极影响。同样进行了 Sobel 检验，结果表明 Z 值为 15. 11，P 值为

0. 000，证实了该中介因素的存在，且中介效应占比为 83%。通过对比各中介效应

占比，本文发现技术创新的占比高达 83%，远超其他中介效应，表明智慧城市试

点最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进而对 FDI 的引进产生积极影响①。

表 4 机制检验

项目
模型 1
FDI

模型 2
网络

模型 3
FDI

模型 4
道路

模型 5
FDI

模型 6
城市创新

模型 7
FDI

dt

营商环境
( 网络水平)

营商环境
( 道路面积)

城市创新

中介效应
占比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常数项

观测值

Ｒ2

0. 176＊＊ 0. 244＊＊＊ 0. 106＊＊＊ 0. 039＊＊ 0. 117＊＊＊ 0. 167＊＊＊ 0. 153
( 0. 072) ( 0. 054) ( 0. 040) ( 0. 017) ( 0. 037) ( 0. 028) ( 0. 096)

0. 252＊＊＊
— —

( 0. 033)
— — — —

0. 902＊＊＊
— — — —

( 0. 046)
— —

0. 159＊＊＊
— — — — — —

( 0. 042)

— 35% 20% 83%
— —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9. 911＊＊＊ －1. 959＊＊＊ 9. 440＊＊＊ 2. 213＊＊＊ 9. 450＊＊＊ －3. 115＊＊＊ 10. 376＊＊＊

( 0. 400) ( 0. 304) ( 0. 223) ( 0. 068) ( 0. 180) ( 0. 236) ( 0. 560)

3 195 3 145 3 113 3 028 2 985 3 102 2 998

0. 182 0. 333 0. 744 0. 403 0. 751 0. 889 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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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说明的是营商环境和技术创新两个机制变量占比之和高于 100%，原因在于本文分别估计各变量的

中介效应，各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会相互交织和重叠，例如网络发展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会对城市技

术创新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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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 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 FDI 的引进，并且该影响在试点设立 1 年

后开始显现，呈现出逐年提升的趋势; 智慧城市试点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机制和技术

创新驱动机制促进 FDI 的引进; 在大中城市和东中部地区城市，智慧城市试点促进

了 FDI 的引进，而在小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该效果却并不存在; 智慧城市对 FDI 的

影响不存在因城市等级而产生的异质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1) 以制度创新为重要抓手，

建立健全引资政策。借鉴智慧城市试点对引进 FDI 产生的良好效果，加快 “中央

制定→地方试点→中央总结→地方推广”的试点政策实施步伐，推动中央和地方

在试点制定与实施方面互动机制的建立。在未来需要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释放智慧城市各项专项应用的活力，形成一般性的规律和经验，培育

外资竞争新优势。( 2) 重点探索智慧城市建设促进 FDI 的多维路径，最大化试点

实施效果。首先，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过程中，应积极引导数据互联共享和智慧

交通等的发展，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力度，积极构建对外开放平台和信息共享平

台; 通过智慧交通等将智慧城市试点打造成区域物流枢纽城市，带动知识、技术和

人才在更广的范围内快速流动，进而吸引 FDI 进入。其次，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

过程中要积极引导智慧产业的发展，提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比重，促进城市创新水平

的提升，从而发挥“回路效应”，进而促进 FDI。( 3) 推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应坚

持因地制宜，提升政策执行的灵活度和包容性。由于试点政策的发挥效果因区位

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所以试点的实施和推广应避免单一化的做法。西

部地区城市和小城市应不断提升交通的通达性、完善配套设施等，积极培育后发

优势，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进而促进 FDI 的引进; 中东部地区城市和大城市试

点建设在促进 FDI 规模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地引入高质量 FDI，积极吸引高端外

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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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mart City Pilot Initiative on FDI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HE Lingyun1，MA Qingshan2，ZHANG Yuanmeng1

( 1. School of Economics，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Hubei，430073;

2.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27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this
paper applie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 DI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mart city pilot
initiative on FDI. The results show the program positively contributes to the volume of
FDI. Moreover，the outcome holds with a series of robust tests. Statistically，the positive
effect emerges in cities one year after introducing the initiative with the extent being rein-
forced afterward; it also has a strong positive impac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s well
as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while the influence remains insignificant in the rest
areas in China. The heterogeneity does not exist due to the levels of the city.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reveals that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primary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city pilot initiative and FDI is established. The finding provides a guideline on building a
higher-level open economy and transforming China from a trader of quantity to a trader of
qualit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Keywords: Smart City Pilot; FDI;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yste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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